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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889—1892 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冯 燚

( 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1889—1892 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

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

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

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

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

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

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 1906 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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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瘟疫，是指可以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重大传染性流行性疾

病，包括由各种自然灾害、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和寄生虫等引发的疾病流行。①

1889—1892 年，伊朗恺加王朝( 1789—1925 年) 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瘟疫大流行，表现出持续

时间长、传播范围广、感染率和病亡率高、本土型与输入型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本文所论及的瘟

疫是指 19 世纪末恺加王朝统治时期国内出现的霍乱、流感、疟疾和一些地方性传染病，其引发了

全国性的大流行，使伊朗遭遇了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次瘟疫大流行发

生于欧洲殖民势力加大对伊朗盘剥和蚕食的时代背景下，内外交困的伊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抗

议运动，这也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运动。目前学界重点研究此次抗议

运动爆发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特别强调什叶派神职人员乌莱玛阶层② 在伊朗早期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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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运动中扮演的领导地位。①

事实上，瘟疫是引发民众恐慌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公共卫生危机使长期潜伏的社会不

满情绪浮出水面，给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带来严峻的考验。② 可以说，1889—1892 年疫情期间伊

朗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瘟疫为伊朗民族主义者发动抗议运动提供

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已有研究忽视了这次瘟疫大流行对伊朗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缺乏对

瘟疫与伊朗社会抗议之间内在关联的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对 1889—1892 年

瘟疫在伊朗的传播及其危害、瘟疫大流行的原因及其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的关联进行考察，希冀对

已有研究有所补遗。

一、1889—1892 年瘟疫在伊朗的传播状况及其危害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遭受了无数次瘟疫带来的深重灾难，处在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伊朗也不例

外。伊朗历史上黑死病、霍乱、流感等烈性传染病屡屡发生，其有史记载的最早的瘟疫发生在公元

前 7 世纪。③ 进入近现代，随着跨国物流人流的增多，仅 19 世纪伊朗暴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疫情就

达数十起，而 1889—1892 年瘟疫是传播最为广泛、致死率最高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重大疫情。
此次瘟疫中流行最广、致死率最高的是输入型霍乱。根据史料记载，霍乱最早在波斯湾沿岸地

区流行。1889 年 4 月，每周固定往返于孟买和巴士拉港的邮轮中途临时停靠在波斯湾巴林岛的马纳

姆港( Manameh) ，下船乘客中有一名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症状，另有一名乘客在船上死亡。④ 6 月 22
日，奥斯曼帝国驻扎巴士拉军队中的一名水兵出现了呕吐、腹泻，并很快死亡。7 月 5 日，驻巴士

拉的一名军医也出现腹泻、胃痛、四肢抽搐冰冷、脉搏微弱、口渴和指甲发紫等症状，并于当天晚

上在海军医院死亡。⑤ 随着染病而亡的人数不断增加，8 月 5 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宣布巴士拉省暴

发霍乱疫情，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邮政部门随即采取应急措施，对来自巴士拉省的所有邮件进行消

毒，并禁止邮寄来自该地区的皮革和毛纺织品。⑥ 虽然伊朗政府采取了防疫管控措施，但是英国
“移动号”邮轮无视交通管制禁令，驶离巴士拉前往伊朗的布什尔港，船上搭载有十多名急于躲避霍

乱的伊朗乘客。虽然在途中已有 2 名乘客死于霍乱，但是这艘船还是获取了健康证明并被允许靠

岸，两具尸体也一同运上岸进行了处理。⑦ 随后几天，霍乱在伊朗的港口城市布什尔蔓延开来。疫

情初期，布什尔港的卫生官员米尔扎·阿卜杜勒·礼萨将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严格隔离在距离海岸
30 英里的哈克岛。⑧ 可以说，严格的隔离措施初见成效，有效地阻止了霍乱在伊朗的波斯湾沿岸地

区快速蔓延。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伊朗小港出现了零星的霍乱病例，而这些少量的病例主要是由逃避

检疫的偷渡小船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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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朗从西南水路方向有效地阻止了霍乱病例的大规模传入，但是因瘟疫从巴士拉向北传播

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巴格达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伊朗与奥斯曼帝国漫

长的陆上国界线成为霍乱输入的通道。① 美国驻德黑兰使节获知巴格达出现疫情后指出: “在我看

来，从麦加、麦地那、卡尔巴拉等圣城返回的朝觐者必须途径巴格达，这极容易从陆路将瘟疫带入

伊朗本土。”②正如他所言，1889 年 8 月底，伊朗朝觐者前往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圣城的必经之地哈奈

根开始出现霍乱病例，随后进一步向伊朗东部地区蔓延。此外，伊朗靠近巴士拉的边境城市霍拉姆

拉赫尔也成为瘟疫的陆上传入通道。因该城的防疫措施不到位导致其成为巴士拉民众躲避瘟疫的就

近逃亡地。随着躲避瘟疫的路线在伊朗国内不断延伸，霍乱也一路北上传到胡泽斯坦省首府阿瓦

士，以及迪兹富勒和霍拉马巴德等重要城市。③ 1889 年秋至 1890 年冬，霍乱疫情从最初在伊朗边

界城镇传播，到后来蔓延到科尔曼沙赫( Kirmanshahan) 、纳哈万德( Nahavand) 、哈马丹( Hamadan)

和库姆( Qum) 等内陆人口中心城市。④

除霍乱外，1890 年是人类流行病学历史上流感大暴发的年份，致命的病毒从俄国的西伯利亚传

播到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1890 年 9 月，流感最早从里海沿岸的拉什特港传入伊朗，大不

里士很快出现病例。到 11 月，首都德黑兰被致命性流感攻陷。这次流感被称为“怪病”( Nakhoshii
gharib) 或“来自俄国的可怕礼物”。⑤ 最早接触流感病人的伊朗医生将其误诊为普通的感冒，但是不

断增多的死亡病例使他们猝不及防，甚至接受过西医培训的年轻医生，也对这种突发性和高传染性

的疫病无计可施。德黑兰的绝大多数人已被感染，死于流感引发的并发症的人数每天平均在 50 ～ 70
人。束手无策的伊朗医生只能建议民众待在家里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气侵入体内来预防流感，医治

方式是服用泻药来排泄体内各种毒素，常规的指导用药是奎宁和樟脑等退烧药，并要求用苯酚溶液

对病房和病人进行消毒。可以说，1890 年冬季，伊朗人都在拼尽全力对抗这种致命的季节性流感。
情况糟糕到大多数人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死问题，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记录下伊朗民众的沮丧情绪，他

在日记中写道: “人们不得不思考自己在这种可怕的瘟疫中死去的情景，只希望自己死得不那么痛

苦，流感目前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以这种恐怖的方式死去确实令人非常不安，愿上帝给我们一个

更好的了结。”⑥

输入型的霍乱和流感还与其他一些伊朗本土的传染病交替暴发，使恺加王朝遭遇了历史上最为

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伊朗各地经常暴发天花、麻疹、伤寒、皮肤病和眼疾等传染病。⑦1890 年 2
月，德黑兰暴发了斑疹伤寒疫情，同年 11—12 月，阿斯塔巴德的天花造成约 500 名儿童死亡，大

不里士的风疹和麻疹也造成了大量儿童死亡，而痢疾在赞詹省也非常猖獗。1891 年 4 月，撒不祖尔

出现了风疹、麻疹、伤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⑧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为人熟知的传染病外，还有一

些医学界和普通民众皆感陌生和未知的传染病。比如，伊斯法罕的一个村庄出现了咯血和高烧不退

的病人，并在数天内死亡。当地医生始终无法明确其病因，甚至连伊朗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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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造成当地民众极大的恐慌。① 除了这些偶发性的传染病外，疟疾是当时最常见的传染病。疟

疾在伊朗的大多数地区普遍流行，因为当时盛行的水路运输、蓄水方式、灌溉、给排水、露天粪池

等助长了传播媒介蚊虫的大量滋生，使疟疾在伊朗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民众认为这是一种严重危及

生命的传染病，而政府却认为这是一种常见和普通的传染病。②

1892 年伊朗主要城市各类传染病感染人数及病亡人数统计表

主要城市 约感染人数 病亡人数 病死率( % )

马什哈德 100 000 5206 5. 2

尼沙布尔 30 000 1319 4. 4

德黑兰 120 000 12 087 10. 1

恩泽利 4000 311 7. 8

拉什特 4000 1133 28. 3

阿尔达比勒 15 000 884 5. 9

大不里士 150 000 15 682 10. 5

亚兹德 10 000 400 4. 0

哈马丹 40 000 930 2. 3

资料来源: Mordatmann，“Statistique de L’Epidemie Cholerique en Perse en 1889 et 1892，”Gazette Medicale D’Orient，
Vol. 35，No. 3( 1893) ，p. 297.

如上表所示，瘟疫在马什哈德、尼沙布尔、德黑兰、恩泽利、拉什特、阿尔达比勒、大不里

士、亚兹德、哈马丹等全国各大城市先后暴发。这次席卷伊朗全国的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

运转造成破坏，其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以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霍乱为例，根据疫情

期间居住在德黑兰的法国医生索罗赞的记载，1892 年 8 月 10—17 日，洗尸者的报告中记录了 1027
人死于霍乱，相当于平均每天死亡 148 人。他表示“在伊朗生活了 30 年时间，这是第一次亲历如此

严重和广泛的流行病”。③ 当时的一名伊朗政府官员也表示: “仅 1892 年 8 月 20—21 日两天在德黑

兰就有 1600 人死于霍乱，马什哈德每天有 60 ～ 70 人病亡。”④作为政府官员应更为熟知德黑兰的情

况，因此后者估计的死亡人数更具可信度。实际上，即使按照德黑兰平均每天死亡 148 人的数字计

算，最终得出的死亡率也是高得惊人。另外，根据上表统计显示，这场瘟疫最终导致该城 1133 人

死亡，死亡率高达 25%。⑤

就病亡群体而言，这次疫情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权贵精英阶层，包括恺加王朝的王室成员和

政府高官，以及外国使节等。伊朗国王纳赛尔丁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哈桑在 1890—1892 年的日

记中记录了严重危及生命的传染病，描述了身边许多重要成员的感染状况。如 1890 年 1 月，国王
12 岁的孙女死于流感。2 月，国王年仅 4 个月的儿子因不明原因的疾病而殁。1891 年 1 月，伊朗政

府内政大臣米尔扎·阿卜杜拉·穆鲁克( Mirza‘Abd Allah‘Al’al-Mulk) 染病去世。8 月，工业大臣

贾汉吉尔·阿米尔·图曼( Jahangir Khan Amir Tuman) 因霍乱死亡。⑥ 英国驻德黑兰使节亨利·德拉

蒙德沃尔夫是负责与伊朗进行烟草专营权谈判的代表，最后因染上瘟疫而被迫提前离职。此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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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80.
Ahmad Seyf，“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 172.
Ahmad Seyf，“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 173.
Ahmad Seyf，“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 174.
Akhtar，No. 2，22 September 1891，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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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史料记载伊朗军人也是一个受瘟疫影响较大的群体。① 伊朗士兵来自全国不同省份，而且在频繁

换防驻地的过程中经常接触不同的人和新的传染病，很容易造成瘟疫的跨地区传播和交叉感染。据

报道，1890 年 8 月，在阿斯塔巴德的军团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感染瘟疫而死亡，其他地区的军队中

也出现类似的情况。②

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伊朗普通民众感染和死亡的具体数字，但是我们从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社会

上层的病亡率中，完全可以推断出瘟疫大流行期间中下阶层民众更为艰难的处境，他们面对严重的

传染病的威胁，死亡率自然更高。例如，吉兰省的霍乱疫情报告显示死亡人数为 2 万人，其中 1. 7
万人为农民，造成许多村庄十室九空。③ 法国医生费威尔认为生活困顿的穷人无法逃离疫区，他们

在大疫面前显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④ 疫情期间居住在德黑兰的英国人贝尔认为，居住在德黑兰

的许多市民为了逃避瘟疫而来到周边农村地区，他们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把瘟疫传播到农村地区，造

成当地许多农民的死亡。⑤

二、1889—1892 年瘟疫在伊朗全国性大流行的原因

由于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伊朗历来就是人员密集交往和商贾云集之地。根据史料记载，伊朗虽

然是一个瘟疫频发的国家，但却较少发生全国性的大疫。然而，1889—1892 年伊朗国内多种传染病交替

叠加暴发，在全国范围内肆虐和传播，不仅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和大量人员的死亡，还引发了严重的公共

卫生危机。哪些因素造成此次疫情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形成大流行之势?

首先，伊朗对外商贸流通和人员往来密切。19 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随着英俄列强势力的侵

入，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伊朗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以巴布教徒起义为

代表的各族人民反对恺加王朝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恺加王朝的部分有

识之士认为必须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维护王朝的统治、恢

复社会的稳定和抵抗列强的侵略。⑥ 作为首位开眼看世界的伊朗君主，1848 年上台的纳赛尔丁国王

数次亲自到欧洲旅行参观学习，他在位的 48 年间伊朗开启了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自上而下的现

代化改革。⑦ 19 世纪后期，以铁路、蒸汽船、邮政和高速路等为代表的经济和交通运输革命，给伊

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大大加强了伊朗与地区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密切联系，货物、牲畜和人员

通过漫长的边界和多个海港自由流通，越来越多跨国行动的外交官、旅行者、商人、小商贩、朝圣

者、国际劳工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媒介，一些未知的病毒和传染病越来越多地在伊朗国内蔓延。可

以说，伊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人员交流日益频繁，在促进了资源要素的

自由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⑧

其次，伊朗恺加王朝治疫举措的成效不显著。作为一个疫病多发国家，控制瘟疫的传入和蔓延

是伊朗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早在 1866 年参加伊斯坦布尔国际卫生会议后，伊朗

卫生部门就制定了定期监测进入伊朗的货物和人员的流向，并在必要时采取检疫和预防等政策。因

此，1889 年霍乱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暴发后，伊朗政府高度警惕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当年 9
月，伊朗紧急发布了防疫政策，要求对边境和港口城市进行管控，检查检疫进入伊朗的货物和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83.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82.
Ahmad Seyf，“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 173.
Ahmad Seyf，“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 174.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101.
Abbas Amanat，Ｒesurrection and Ｒ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Babi Movement in Iran，1844 － 1850，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p. 145.
Shaul Bakhash，Iran: Monarchy，Bureaucracy ＆ Ｒeform under the Qajars: 1858 － 1896，London: Ithaca Press，1978，p. 168.
William G. Eggleston，“Oriental Pilgrimages and Cholera，”The North American Ｒeview，Vol. 155，No. 428( 1892)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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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必要时进行消毒和隔离。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1889—1892 年疫情期间在伊朗布什尔港和

波斯湾地区的其他港口城市，以及与奥斯曼帝国的陆上边境口岸都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① 但

与伊朗官方报道截然不同的是，欧洲观察家对伊朗政府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表示怀

疑。1889 年 11 月，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 “伊朗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只把隔离政策作为从入境者身

上赚钱的一种手段而已，付费后的人可不受任何约束自由离开，而其他人会根据付费多少决定他们

的隔离天数。”②虽然这些外国观察员的言论带有一些偏见，不足以完全可信，但是后来伊朗暴发全

国性疫情的事实反映出恺加王朝的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伊朗恺加王朝有限的财政能力也不足以支持防疫抗疫的开展。当时回到德黑兰的朝觐者表示，

他们在隔离站只被隔离 2 天后就放行，而不是根据防疫政策要求必须隔离 15 天。③ 如果严格落实防

疫政策，不仅需要建设充足的隔离站来接纳数量庞大的入境者，而且还要为隔离者提供安全的居住

环境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伊朗当时落后的基础设施和道路运输能力难以满足隔离者的基本生活需

要。因此，伊朗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地方政府来落实防疫政策和提供后勤服务，但后者也不具备充足

的财政保障，由于恺加王朝长期盛行卖官鬻爵，地方总督为获取官位大多背负巨额债务，一旦走马

上任就会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贪腐公款等方式敛财。④ 例如，克尔曼疫情最严重时有超过 4000 名朝

觐者需采取隔离措施，这些人被安置在 70 ～ 80 间拥挤不堪的茅草屋，而每间房屋最多能容纳 20
人，剩余的人员只能被临时安置在 50 ～ 60 顶帐篷中。除了拥挤不堪和极差的卫生条件外，隔离者

还要忍饥挨饿，接受强刺激性的苯酚对衣服和物品的消毒，致使他们对隔离政策怨声载道。⑤

此外，伊朗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的现象。虽然伊朗政府为全国主要疫区提供药物和调配医生做了

最大的努力，但因医疗水平落后，无法满足医药物资的巨大需求。为此，经常有报道指出地方民众

向外国游客乞讨药物的现象。例如，1890—1891 年，在伊朗中部地区旅行的一名英国人描述了途中

所见的场景，“在哈维尔河上游的卡贝格镇，这里的居民大多患有传染病，头发一片一片脱落，村

民见到我后吵着要药，我给他们分发了苯酚洗剂。实际上，我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遇到讨药的情

形，一旦无法满足要求村民就会非常生气。在以前的旅行中我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后来及时

准备了充足的胆碱药丸和奎宁”。⑥ 其实，卡贝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表明伊朗全国缺

乏基本的治疗药物，严重削弱了抗疫效果。还有伊朗许多穷人长期食用劣质肉类和面粉，造成了营

养不良和健康不佳，导致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普遍较差。⑦

第三，伊朗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卫生环境较差。19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一些传统

农业的衰败，农村生存压力的增大导致大量农民无序迁移到城市，造成伊朗城市人口出现井喷式增

长。一位欧洲观察家这样描述 1890 年的德黑兰: “城市中心是一个大集市，集市里开设了许多餐馆

和咖啡店，街道各个角落堆积了大量的排泄物和粪便，马、狗和其他动物的尸体在大街上也随处可

见。德黑兰的南部主要居住着工人和下层民众，狭窄拥挤、卫生极差的街道和大面积破旧低矮的贫

民窟随处可见。”⑧另外，当时一名医生这样描述道: “( 德黑兰的) 街道和社区拥挤不堪，在这里人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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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 A. Afkhami，“Defending the Guarded Domains: Epidem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Sanitary Policy in Iran，”Com-

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Vol. 19，No. 1( 1999)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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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为患。集市、广场、牲畜市场和犹太人聚居区脏乱差，街道到处弥漫着动物尸体的腐烂臭味。”①

因当时伊朗中下阶层的经济水平有限，难以维持整洁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废弃物

和排泄物，经常被外国观察者蔑称为“地球上最脏的人”。②

然而，除了伊朗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外，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行为习惯也不容忽视。例如，

伊朗许多城市将废物处理站设在市中心，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疫情的经常性暴发，这种传统的垃

圾处理方式的安全性需要重新审视。③ 另外，家庭垃圾任意堆放在地表，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到地表

大坑，裸露的垃圾和污水成为滋生各种病菌和传染病的重要源头。许多家庭用水窖来收集雨水作为

生活用水，而这种水经常被污染。居民区的公共澡堂为便于抽水通常建在地势低洼地带，而低洼地

带很容易成为生活污水汇聚的地方，为节约用水，洗澡水经常被重复使用，这也促成了病菌的交叉

感染。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整个城市的水源地经常被污染，大多露天水源地经常有小孩排便，大人则

在里面洗衣，一些动物尸体漂浮其中。还有些水源地离墓地很近，经常有人在里面洗尸。④

疫情发生后，伊朗政府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和提供健康卫生的居住条件，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比如用鹅卵石铺设道路、提供燃气照明、扩宽狭窄拥挤的街道和集市等。政府还出台了严格的

废物和污水处理办法，如采用全新的地下供水管道，将远离人类活动区的江河湖泊作为饮用水源

地，确保饮用水的纯净; 实施正规化的现代城市管理办法，设立城市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维护公

共卫生和维修工作。此外，还雇用专门的清洁工来负责清扫和垃圾清运工作。⑤ 例如，设拉子的警

察局长专门负责城市管理工作，向每家每户征收城市卫生管理费。政府还要求每家修建废物收集和

污水处理池，要求人们养成保持环境干净卫生的习惯等。⑥ 但因长期形成的生活陋习在短期内很难

改变，人口聚集和卫生环境差的城市仍成为滋生病菌和传播病毒的沃土。
第四，伊朗医学水平低下，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未知疾病，对传染病认知不

足和误判极易造成瘟疫大流行的严重后果。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解释瘟疫的起

源，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多处可见有关瘟疫的论述。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认识源自一则著名的圣训
“瘟疫是天降的灾难”，受瘟疫责罚的不只是异教徒，还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所有人，圣训传达的是一

种“人罪天谴”的天灾观。⑦ 实际上，类似的“天灾观”在伊朗瘟疫历史的书写和叙事中也极为普遍。
除宗教层面的解释外，限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人们难以对瘟疫的流行病学做出正确判断，

“瘴气说”成为解释瘟疫病源的主流理论。受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影响，早在公元 9 世纪伊

朗名医伊本·塔巴尔( Ibn Tabart) 就提出了“瘴气说”，并在伊朗传统医学界流传千年之久。随着 19
世纪霍乱的大规模流行，瘴气被用来解释霍乱引起的发热症状，认为污浊的空气( 瘴气) 是引起发烧

的主要诱因，可以采取通风和净化空气的方式来加以应对。例如，在 1889 年 12 月，一名旅居伊朗

的德国内科医生认为密闭和通风不良的住所滋生的污浊空气诱发霍乱，提出通过净化空气来保护伊

朗民众健康，建议民众全天开窗通风或使用醋对屋内进行熏蒸。⑧

此外，希波克拉底( 约前 460—前 377 年，被西方誉为“医学之父”) 为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

因，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他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人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1800 － 1914，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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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会得病，就是由于四种体液不平衡造成的，而体液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体液说”也被伊

朗广泛运用于传染病的治疗，传统疗法之一是重新建立体液的平衡。例如，在伊朗治疗黑死病的第一步

是刺破淋巴结，释放脓液和多余的体液，这种治疗的目的是将体内的多余黏稠体液排出体外，此外还有

对鼠疫淋巴结肿块进行放血、清理、穿刺和拔罐的治疗手段。体液疗法还包括服用泻药、大黄、石榴汁、
柠檬汁、苹果汁和玫瑰水等。①

可见，由于医学认知水平的落后，伊朗社会对病菌和微生物理论普遍缺乏认识，瘟疫大流行期间伊

朗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缺乏科学性。不科学的防疫治疫举措使疫情更加恶化，加剧了瘟疫的全

国性大流行之势。但值得一提的是，19 世纪后期巴斯德和科赫等人开创了现代微生物学和疾病细菌学说，

此后一系列传染病的病原体及传播途径得以明确。正是在现代传染病医学的兴起和瘟疫引发社会危机的

双重作用下，伊朗政府对瘟疫的防治从蒙昧无知开始走向理性科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卫生立法、设立专

业卫生机构和实施隔离检疫制度等措施成为现代伊朗公共卫生制度的开端。

三、普遍的不满: 世俗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

19 世纪后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伊朗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应对时局的救亡图存之道，近代

伊朗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以世俗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现代

主义改革思想，而恺加王朝应对疫情不力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成为被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诟病的主要

方面。② 面对当时强大且进步的西方国家，世俗知识分子把伊朗直接比作感染瘟疫的病人，经常用
“霍乱”“黑死病”“狂犬病”等传染病的名称来喻指伊朗的落后现状。③

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认为公共卫生危机是国家衰败的重大标志，疫情期间他们针砭时弊和对恺加

王朝不满的观点大都发表在《星报》( Akhtar) 上。④ 该报刊的总部位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但在伊朗国内广泛发行且影响巨大。当时这份报纸刊发了大量关于伊朗公共卫生危机的文章，矛头

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恺加王朝的腐败无能。⑤ 这些文章经常将恺加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进行对比，认

为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措。例如，批评伊朗政府对抗疫重视不足的报道中写

道: “当霍乱开始在巴格达出现后，生活在当地的外国人开始逃离，奥斯曼帝国对瘟疫的暴发高度

重视，迅速开始在巴格达、赞哈比和卡尔巴拉等地建立检疫隔离站，这对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起到有

效的阻隔，而恺加王朝却反应迟钝。”⑥面对来势凶猛的瘟疫，伊朗恺加王朝许多官员惊慌失措地选

择逃离，而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总督阿希姆帕夏却选择坚守下来勇敢地开展抗疫，并亲临一线忙于

药品调度、组织救治、清理卫生和照顾病人等，被誉为“安抚恐惧之心的人”。⑦ 另外，还有文章把

恺加王朝与欧洲富裕国家进行比较，指出德国全国人口为 5500 万，每年死于天花的儿童不到 600
名，而由于无知和愚昧，伊朗一个小城镇每年就有约 700 名儿童死于天花。1889 年的一篇报道指

出，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西方文明国家通常会采取科学管理和高效执行的政策，从而隐晦

地指责恺加王朝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人民的生命。
此外，1889—1892 年疫情期间伊朗医疗领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医疗队伍的短缺、专科医院

的不足和医药物资的匮乏等。为此，一些评论文章批评了伊朗医学科学的落后现状，将其与欧洲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Kirmanshah Agent，”UK National Archives，29 January 1890，Foreign Office Papers 248 /512.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1800 － 1914，p. 90.
Mohamad Tavakoli Targhi，“From Patriotism to Matriotism: A Trop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Nationalism，1870 － 190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34，No. 2( 2002) ，p. 226.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96.
Tanya Elal Lawrence，Akhtar: A Persian Language Newspaper Published in Istanbul and the Iranian Community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Istanbul: Libra Press，2015，p. 12.
Akhtar，No. 7，14 October 1889，p. 4.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98.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78

家进行比较，并呼吁立即采取措施发展现代医学科学。例如，有篇文章强调伊朗急需发展现代医学

和人体科学，作者认为发展医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反对吸引大量青年去研读

宗教神学。为此，《星报》专门开辟了医疗卫生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卫生主题的专栏文章，

鼓励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重视体育锻炼、疾病预防并普及西方微生物病菌学等。
当时还有一份著名的反对派报刊《法言报》( Qanun) ，由受西化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伊朗前驻

伦敦外交使节米尔孜·马尔库姆汗创办。谈到创刊初衷时，马尔库姆汗指出，“《法言报》是我最后

一次向公众宣传改革的机会，推动改革是我一生的工作，在我看来也是波斯民族复兴的最后机

会”。① 该报成为当时传播改革思想的主要平台，总部设在伦敦，主要通过走私在伊朗地下流传。
该报经常发表对恺加王朝不满的言论，如瘟疫肆虐、国家贫困、人为饥荒和秩序混乱等。有文章这

样描述伊朗的现状: “啊，兄弟，你看到我们是如何被淹没在堕落的海洋里吗? 暴政、饥荒、霍乱、
鼠疫、贫穷、冷漠和无耻，缺乏尊重，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我们热爱的土地上。”②

《星报》和《法言报》上发表的针对恺加王朝治疫举措的批评言论真实地反映了伊朗世俗知识分

子对国家现状的普遍不满。疫情期间伊朗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在染病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大多数人在孤立无援中死去。有报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整个国家医生和药品极度匮乏，所有

病人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医生，许多人在经历病痛的折磨后在无助中失去生命。”③在瘟疫肆虐的背景

下，面对政府官员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和普通民众更为艰难的生活处境，中下层民众对恺加王朝的统

治地位更加不满，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④

综上所述，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将公共卫生危机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联系，通过大

力宣传伊朗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来揭露恺加王朝的腐败无能，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伊朗与其他文明

国家的发展差距，这对生活困顿的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正如 19 世纪伊朗著名医学历史学

家阿米尔·阿福卡米所言: “这些知识分子经常使用‘文明’一词来描述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暗示

伊朗落后的医学水平还处于未文明开化的阶段，借此对恺加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诋毁。”⑤由此可

见，1889—1892 年瘟疫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成为一场波及伊朗全国的大疫，不仅持续时间

长，而且感染性和病亡率极高，对伊朗国家政权和社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与此同时，大疫

也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要求恺加王朝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契机，要求实现伊朗公共卫生

领域的现代化成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寻求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国家的突破

口。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着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倡导的西方文明思想的传入，长期处于殖民压迫和

封建统治的伊朗人民开始从沉睡中苏醒。许多仁人志士提出建立强大的现代伊朗的改革诉求，为国

内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抗议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 19 世纪末伊朗民族觉醒氛围的形成。

四、清除异教徒: 宗教神职人员领导的抗议运动

人类自早期以来一直把瘟疫视为超自然力量对人类的惩罚，尤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

和原罪说，两者的核心教义认为违反教义是瘟疫暴发的直接原因。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欧洲黑死病

暴发期间经常会出现宗教狂热现象，鞭笞运动和反犹运动引发了社会骚乱。⑥ 无独有偶，1889—
1892 年瘟疫大流行期间，伊朗国内也出现了由神职人员领导的反对异教徒的宗教狂热现象。

19 世纪后半期，伊朗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政治经济的依附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宗教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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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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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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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d Algar，Mirza Malkum Kha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ranian Modern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 4.
Hamid Algar，Mirza Malkum Kha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ranian Modernism，p. 8.
Qanun，No. 2，22 March 1890，p. 2.
Shaul Bakhash，Iran: Monarch，Bureaucracy ＆ Ｒeform under the Qajars: 1858 － 1896，pp. 264 － 266.
Akhtar，No. 4，9 September 1890，p. 8.
参见李化成: 《黑死病期间西欧的鞭笞者运动( 1348—1349) 》，《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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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对西方文明的渗入日益不满，随着王权的不断衰落，乌莱玛阶层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其干预政治的

愿望和可能性越来越大。① 可以说，1889—1892 年的瘟疫大流行为伊朗神职人员向恺加王朝和西方势力

发起挑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乌莱玛阶层把西方人塑造成异教徒和不纯洁之人，禁止穆斯林与这些人开

展社会交往活动。例如，伊斯法罕的穆智提哈德②阿加·纳杰菲邀请政府官员到家做客，但事后他要求

销毁后者用过的盘子和餐具，理由是政府部门的每个人都是宗教上的“不洁之人”。③ 更为重要的是，伊

朗神职人员把霍乱等瘟疫的暴发归咎于异教徒对伊斯兰社会的亵渎，将其污名为瘟疫的直接传播者。正

是以瘟疫为借口，神职人员认为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禁令的行为都会招致真主的愤怒，并以降临瘟疫的方

式进行惩罚。④ 伊朗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神职人员领导动员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其一，针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运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城市的犹太人成为被冲击对象，这与

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出现的大规模反犹事件相类似。伊朗神职人员煽动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和

暴力，鼓吹严格限制犹太人的自由，禁止伊朗人与犹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并将犹太人污名为“不

洁之人”和“触犯天怒者”。⑤ 因 1889 年霍乱在伊朗的犹太人社区最为严重，这使神职人员宣称犹太

人的罪恶是引发天怒的说教看似更加具有说服力。为此，在极具煽动性的宣教中，伊斯法罕等地的

犹太人遭到严重的迫害和屠杀。此外，还有其他宗教少数派也难逃被迫害的命运。⑥ 1892 年 8 月，

霍乱在阿斯塔巴德暴发，神职人员指控当地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是惹怒真主的罪魁祸首，愤怒

的民众对亚美尼亚人的商店和住宅进行了打砸抢烧。几乎在同一时间，亚兹德的民众以霍乱为借口

对当地信仰祆教的帕西人进行骚扰，后者主要从事从印度到伊朗的香料和黄金贸易，迫害导致约

500 名帕西人离开伊朗回到孟买。⑦ 因地方政府当局为躲避霍乱仓皇逃离，导致没有任何强力部门

能够阻止伊朗民众对所谓异教徒的侵犯行为。
其二，针对英国殖民势力的渗透，伊朗神职人员领导了 1890—1892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烟草

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伊朗政府将烟草专营权拱手让给英国，瘟疫的全国性流行更进一步加剧了

伊朗民众的仇外情绪。这场抗议最早在德黑兰和设拉子两个重要城市爆发，很快蔓延到大不里士、
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等城市，最终演变成为跨民族、超阶级和教俗联合的全国性革命运动。⑧ 可以

说，1890—1892 年烟草抗议运动是伊朗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

19 世纪末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和 20 世纪初宪政革命的一次总预演。⑨

乌莱玛阶层在烟草抗议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领导角色。瑏瑠 疫情暴发初期，乌莱玛就开始宣

称外国人在宗教上的不纯洁是瘟疫传播的根源，认为霍乱侵袭伊朗是因为不纯洁的基督徒对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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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从而导致上帝对他们酿造和饮用烈性酒和葡萄酒等不洁行为的惩罚。① 因此，神职人员发布

法特瓦( 宗教法令) 实施一系列禁令，如禁止穆斯林与西方基督徒交往合作、消费其商品、与其开展

商贸活动、向其提供生活服务等。伊朗民众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设拉子城一名在电报局工

作的外国职员这样写道: “大家普遍认为毛拉越发专横和狂热，除非立即采取保护欧洲人的措施，

否则这里已经非常危险，暴徒经常冲入外国人的民宅进行破坏，平日里不敢轻易外出办事。”②随着

伊朗国内疫情形势的不断恶化，神职人员进一步强化了抵制外国人的禁令。例如，当时伊朗城市相

继开始将欧洲人和宗教少数派等打上不洁的烙印，甚至把烟草也视为不洁之物，因为英国人参与了

烟草行业的垄断经营活动。神职人员的宗教禁令不仅限制与异教徒的社会交往，而且试图抹掉西方

化的印记，比如禁止男人刮胡子和女人穿高跟鞋等。
就其动机而言，伊朗神职人员利用瘟疫大流行引发的社会恐慌和不满发动抗议运动，有更深层的利

益考量。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严重摧毁了伊朗传统的商业经济结构。在国际贸

易中伊朗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外债不断攀升，本国银行、海关等被外国人把持，造成其经济命脉被外国

势力主宰，发展严重依赖西方国家。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英国等欧洲国家控制伊朗银行等金融机构

和伊朗政府对西方的经济妥协政策，伊朗传统的商人阶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而在伊朗传统经

济领域，以神职人员为代表的宗教界拥有极高的经济地位和实力，若加上宗教捐赠所带来的收入，其资

产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40%。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宗教势力与商人阶层在伊朗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关

系。随着经济利益不断遭到剥夺，伊朗神职人员对西方的经济政策愈发不满，最后通过发动不满于

现状的民众，对欧洲商人和受到欧洲保护的宗教少数派发起挑战来捍卫自身利益。例如，伊斯法罕

德高望重的穆智提哈德阿加·纳杰菲拥有财力雄厚的家族产业，也是烟草抗议运动的重要领导人。④

此外，因伊朗国内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商人受到欧洲势力的保护并享有经济特权，伊朗神职人员认

为他们是欧洲的代理人，并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巨大的不当利益，于是作为宗教少数派的犹太人和亚

美尼亚商人在抗议运动中遭到严重迫害。⑤ 由此可见，随着乌莱玛等神职人员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

位遭到不断侵蚀，他们对恺加王朝与西方势力的相互勾结产生不满，而瘟疫大流行为他们借机反对

王权和殖民力量提供了绝佳机会，他们也扮演了抗议运动领导者的角色。

结 语

回顾数千年的文明史，瘟疫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远，有时甚至成为历史

发展轨迹的转折点，决定国家的兴衰存亡和文明的盈虚消长。⑥ 本文通过对 1889—1892 年伊朗恺加王朝

时期瘟疫的传播、形成全国性大流行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的分析，从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疫病史的角度看，1889—1892 年瘟疫是伊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和病

死率最高的一次重大疫情。本次疫情最早始于 1889 年在波斯湾地区港口城市出现的霍乱，随后沿

着水路和陆路从多个方向向伊朗内陆地区传播，最后引发瘟疫的全国大流行。除传染性极强的输入

型霍乱外，还有斑疹伤寒、鼠疫、疟疾等本土型传染病交替出现，呈现多种传染病叠加式暴发，造

成了恺加王朝后期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次疫情还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死率，在三年多的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mid Algar，Ｒ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1785 － 1906: The Ｒ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p. 60.
Amir A. Afkhami，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p. 117.
Ahmad Ashraf，“Bazaar-Mosque Alliance: The Social Basis of Ｒevolts and Ｒevolu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Vol. 1，No. 4( 1988) ，p. 539.
Nikki Ｒ. Keddie，“Ｒeligion and Ｒ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 － 1892，”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73，No. 2

( 1967) ，p. 555.
Nikki Ｒ. Keddie，“Ｒeligion and Ｒ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 － 1892，”p. 557.
丁隆: 《阿拉伯历史上的瘟疫与防疫》，《光明日报》，2020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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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夺走了不计其数的伊朗人的生命，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民众，在来势汹汹的瘟疫面前都显

得渺小和无助，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恐慌和不满，使伊朗恺加王朝遭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其次，从流行病学史的角度而言，1889—1892 年伊朗瘟疫全国性大流行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这次疫情中致命性最强的霍乱和流感并非是源自伊朗本土的传染病，最早都是从海外输

入，因此本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19 世纪中后期伊朗与欧洲等西方国家经贸

和人员的密切往来。此外，财政能力不足、治疫举措不当和防疫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原因导致恺加王

朝的治疫成效不显著。加之伊朗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与城市公共服务落后之间的矛盾，使人口聚

集和卫生环境差的城市成为滋生病菌和传播病毒的主要源头。由于医学发展水平落后，伊朗社会对

瘟疫的病原体和传染性都缺乏科学认知，也是造成疫病反复暴发和大流行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社会抗议运动的角度而言，本次疫情发生在 19 世纪末伊朗恺加王朝内忧外患之际，

瘟疫的肆虐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封建势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同

时为处境艰难的伊朗民众提供了发泄不满的出口。此外，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伊朗传统社会

经济冲击的时代背景下，疫情期间的社会抗议运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可以说是伊朗民族主

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抗议运动的形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其目的仍是抵制西方经济渗

透、支持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就其影响而言，这次抗议运动是 1906 年伊朗立宪革命的前奏和预

演，在抗议中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领导力都得到空前的提高，整个伊朗社会形成了

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为 1906 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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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pidemic from 1889 to 1892 and the Social Protest Movement in Iran

FENG Yi

( China Institute for Arab Studie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750021，China)

Abstract: A nationwide epidemic broke out from 1889 to 1892 in the late period of Iran’s Qajar dynasty． It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ternating and overlapping outbreaks of imported and indigenous severe disea-
ses，resulting in a very high infection rate and mortality． The nationwide pandemic resulted from the follow-
ing factors，namely the business and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outside world，the inef-
fective measures taken by the Qajar dynasty，the rapid growth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its poor living en-
vironment，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gue． It was not a historical coincidence that a
large-scale protest movement broke out in Ira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nstead，Iranian national-
ists stigmatized the colonists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s plague spreaders，which provided an excellent histor-
ical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launch the protest movement. During the protest movement，not only the leader-
ship and influence of clergy and secular intellectuals had been unprecedentedly improved，but the entire so-
ciety has also formed a national awakening atmosphere against the Qajar Dynasty and colonial forces，which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1906.
Key words: Iran; the Qajar Dynasty; plague; cholera; tobacco protest


